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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早期法国王室对特兰特会议教令的接受＊

李 德 龙

［摘　要］１５６４—１６１５年，法国王室对特兰特会议教令的接受，经历了从最初的推迟接受转变为有选择

地采纳部分教令，再到最后默许地方教会接受三个阶段。理解法国王室对教令是迎是拒的关键在于，一方

面，王室寻求在法国教会内解决宗教危机的策略不利于其接受教令；另一方面，王室在改革教会、回归信仰

统一的目标上又与特兰特会议相契合。历时近半个世纪的教令接受过程，既是法国王室与罗马教廷关系

的缩影，也是法国政教关系调适过程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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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６３年１２月，历时１８年的特兰特宗教会议①（１５４５—１５６３年，以下称“特兰特会议”）落下帷幕。
次年１月，教宗庇护四世（ＰｉｕｓⅣ，１５５９—１５６５年在位）颁布谕令，规定“所有基督信徒都必须接受并
遵守那些教令”②。作为天主教阵营中的重要成员，法国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③。然而，在会议结束
后，对此次会议教令的接受和执行在法国却遭遇了较为漫长的拖延④。作为“教会长女”的法国为何
迟迟不肯接受教令？德国教会史家耶丁（Ｈｕｂｅｒｔ　Ｊｅｄｉｎ，１９００—１９８０）认为，教令在法国受阻，原因是
胡格诺派和一批坚守“高卢主义”（Ｇａｌｌｉｃａｎｉｓｍｅ）⑤原则的高等法院法官们的反对⑥。在法国宗教史家
塔隆（Ａｌａｉｎ　Ｔａｌｌｏｎ）看来，由于新教徒质疑特兰特会议的合法性，接受教令存在着被新教徒视作挑衅，
从而再次点燃血腥内战的危险，这为世俗权威所忧虑⑦。西方学者的观点固然有其可取之处，但在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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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近世以来天主教国家政教关系核心文献汉译与研究”（１８ＢＺＪ０３０）。

特兰特宗教会议（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ｒｅｎｔ）在宗教学界或神学界被称为“特兰特圣公会议”，它是天主教会官方认可的第１９次大
公会议。此次会议成果（教规教令）在西方学界通行的英译本主要有三个，它们分别是：Ｈ．Ｊ．施罗德：《特兰特宗教会议教规
教令集》（Ｈ．Ｊ．Ｓｃｈｒｏｅｄｅｒ，Ｃａｎ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ｒｅ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ｒｅｎｔ），圣路易斯：Ｂ．赫德尔图书公司１９４１年版；诺曼·Ｐ．
泰纳：《大公会议教令集：从特兰特至梵二会议》（Ｎｏｒｍａｎ　Ｐ．Ｔａｎｎｅｒ，Ｄｅｃｒｅ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ｕｍｅｎｉｃ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ｓ：Ｔｒｅｎｔ　ｔｏ　Ｖａｔｉｃａｎ
Ⅱ）第２卷，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希德和沃德出版公司、乔治城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Ｊ．沃特沃斯编译：《特兰特圣公会议
教规教令集》（Ｊ．Ｗａｔｅｒｗｏｒｔｈ，ｅｄ．，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Ｔｈｅ　Ｃａｎｏｎｓ　ａｎｄ　Ｄｅｃｒｅ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ｃｒｅｄ　ａｎｄ　Ｏｅｃｕｍｅｎｉｃ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ｒｅｎｔ），伦
敦：伯恩斯和奥茨出版社１８４８年版。其中，沃特沃斯英译本已由国内学者陈文海译出（Ｊ．沃特沃斯英译，陈文海译注：《特兰
特圣公会议教规教令集》，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版。本文材料采用的是Ｊ．沃特沃斯的编译本）。

Ｊ．沃特沃斯编译：《特兰特圣公会议教规教令集》，第２８７页。

有关法国代表参会情况，详见马克·维纳尔：“越山派还是高卢派？１６世纪末的法国主教职位”（Ｍａｒｃ　Ｖｅｎａｒｄ，“Ｕｌｔｒａｍｏｎ－
ｔａｉｎｅ　ｏｒ　Ｇａｌｌｉｃａｎ？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Ｅｐｉｓｃｏｐａｔｅ　ａｔ　ｔｈｅ　Ｅｎｄ　ｏｆ　ｔｈｅ　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法学家》（Ｔｈｅ　Ｊｕｒｉｓｔ）第５２卷第１期（１９９２
年），第１４２～１６１页。

教会法学家马当（Ｖｉｃｔｏｒ　Ｍａｒｔｉｎ，１８８６—１９４５）认为，１６１５年的教士大会（Ａｓｓｅｍｂｌéｅ　ｄｕ　ｃｌｅｒｇé）正式宣布法国接受特兰特会议
教令。照此推算，教令在法国受阻已有五十余年［参见维克多·马当：《高卢主义与天主教会改革：论法国对特兰特会议教令
的引入（１５６３—１６１５）》（Ｖｉｃｔｏｒ　Ｍａｒｔｉｎ，Ｌｅ　ｇａｌｌｉｃａｎｉｓｍｅ　ｅｔ　ｌａ　Ｒéｆｏｒｍｅ　ｃａｔｈｏｌｉｑｕｅ．Ｅｓｓａｉ　ｓｕｒ　ｌ’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ｅｎ　Ｆｒａｎｃｅ　ｄｅｓ
ｄéｃｒｅｔｓ　ｄｕ　ｃｏｎｃｉｌｅ　ｄｅ　Ｔｒｅｎｔｅ，１５６３—１６１５），巴黎：阿尔方斯·皮卡迪、奥古斯特·皮卡迪父子出版社１９１９年版］。
“高卢主义”是近代早期法国流行的一系列政治和教会原则的混合体，大体可分为“教会高卢主义”与“国王高卢主义”［参见
托马斯·Ｉ．克里曼多：“两位法国人对特兰特会议的看法”（Ｔｈｏｍａｓ　Ｉ．Ｃｒｉｍａｎｄｏ，“Ｔｗｏ　Ｆｒｅｎｃｈ　Ｖｉｅｗｓ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ｒｅｎｔ”），《１６世纪杂志》（Ｔｈｅ　Ｓｉｘｔｅｅｎ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第１９卷第２期（１９８８年），第１７０～１７１页］。
胡贝特·耶丁、约翰·多兰编，安瑟伦·毕吉斯、彼得·Ｗ．贝克尔译：《教会史：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Ｈｕｂｅｒｔ　Ｊｅｄｉｎ　ａｎｄ
Ｊｏｈｎ　Ｄｏｌａｎ，ｅｄｓ．，Ａｎｓｅｌｍ　Ｂｉｇｇｓ　ａｎｄ　Ｐｅｔｅｒ　Ｗ．Ｂｅｃｋｅｒ，ｔｒａｎｓ．，Ｈｉｓｔｏｒｙ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ｕｒｃｈ，Ｖｏｌｕｍｅ　Ｖ，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第５卷，伦敦：伯恩斯和奧茨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５１５页。
阿兰·塔隆：《特兰特会议》（Ａｌａｉｎ　Ｔａｌｌｏｎ，Ｌｅ　ｃｏｎｃｉｌｅ　ｄｅ　Ｔｒｅｎｔｅ），巴黎：雄鹿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第８５页。



关王室所持立场和态度上却着墨不多，似乎王室只是被动地受上述力量驱使。事实上，作为法国教会
的实际首脑，国王及其背后的王室力量不仅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相反，其立场和态度在教令接受过
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既然如此，对之作出相应的梳理和分析实属必要①。那么，王室对特兰特
会议教令持怎样的看法？它是否随着宗教战争的延续发生了变化？对于教令中的条文，王室是全盘
接收还是部分采纳？哪些因素影响甚至左右了王室的决定？本文拟以王室政策为中心，系统梳理从

１５６４年至１６１５年法国王室对教令的接受过程，并尝试分析影响其决策的原因。

一　王室的宗教和解政策与教令的推迟接受

特兰特会议有明文规定，与会神职人员必须接受本次会议制定并颁布的教令②。随后，教宗谕令
要求所有基督徒必须接受和遵守教令③。作为会议与会方和天主教阵营中的一员，法国接受并执行
会议颁布的教令应是顺理成章之事。然而，教会史家奥马利（Ｊｏｈｎ　Ｗ．Ｏ’Ｍａｌｌｅｙ）指出：“特兰特会议
期间，以教宗、主教以及大国君主为权威中心的三方之间相互博弈。会议结束后，每一方都宣称有权
阐释和执行本次会议。”④可以说，随着王权的强大和民族国家兴起，此时罗马教廷已无法像在中世纪
盛期那样对各国发号施令，具体通过何种方式接受教令，这要视各天主教国家的政教关系而定⑤。

就法国而言，此时的政治、宗教局面因内战（１５６２—１５９８年）爆发而变得错综复杂。面对国内的
教派冲突，以“摄政”（ｒéｇｅｎｔ）身份主政的王太后凯瑟琳（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ｄｅ　Ｍéｄｉｃｉｓ，１５１９—１５８９）倾向于采
取对外自主、对内和解的策略来化解危局。教令接受遇阻，首先是由于教宗发号施令的行为与她的施
政理路产生了分歧，这在会议结束前就已有体现。

第一，法国王室一度撇开罗马教廷和特兰特会议，独自谋求与新教和解。１５６１年９月，时值特兰
特会议休会⑥，王室召集了五十余名天主教人士（枢机、大主教、主教等）与贝扎（Ｔｈｅｏｄｏｒｅ　Ｂｅｚａ，

１５１９—１６０５）率领的胡格诺派代表在普瓦西（Ｐｏｉｓｓｙ）进行宗教对话，史称“普瓦西和谈”⑦。虽然此次
和谈收效甚微，但王室仍然坚持对话，并于翌年１月在圣日曼昂莱再次召集和谈。和谈前，王室颁布
了以宗教宽容为主旨的《一月敕令》（ｄｉｔ　ｄｅ　ｊａｎｖｉｅｒ），其中写道：“期待全体会议的决议结束国内宗
教分歧……借此方式，让我们的臣民沉浸在团结与和谐中，使得所有的纷争和动乱停止。”⑧因此，在
调解两派教义分歧、结束教派冲突这一问题上，王室认为召集“全体会议”（ｃｏｎｃｉｌｅ　ｇéｎéｒａｌ），进行宗教
对话是更合时宜的应对之策。相较而言，参加特兰特会议只是备选方案。事实上，王室是在圣日曼昂
莱和谈失败之后，才让代表们赶赴特兰特参加会议（第三阶段会议，１５６２—１５６３年）。

第二，接受教令之举与执行中的宗教和解政策相悖。不论法方继续参加会议是出于主动还是被
动，实际上，当与会代表仍在小城特兰特为各项议题争执不休时，王室已经与新教暂时达成和解，竭力
维系国内和平。１５６３年３月，王室颁布《昂布瓦兹敕令》（ｄｉｔ　ｄ’Ａｍｂｏｉｓｅ），宣告国王查理九世
（ＣｈａｒｌｅｓⅨ，１５６０—１５７４年在位）与胡格诺派首领孔代亲王（Ｐｒｉｎｃｅ　ｄｅ　Ｃｏｎｄé，１５３０—１５６９）达成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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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海认为，宗教战争期间，特兰特会议的教规教令以及教宗的各种谕令在法国受到僧俗两界的广泛抵制（陈文海：《近代天
主教“特兰特体系”虚实考论———以〈特兰特圣公会议教规教令集〉为考察基点》，《学术研究》２０１０年第８期，第１１０页）。但
是，陈文海未能系统梳理王室政府在接受教令一事上的态度变化及接受尝试。

③　Ｊ．沃特沃斯编译：《特兰特圣公会议教规教令集》，第２５５、２８７页。

约翰·Ｗ．奥马利：《特兰特：会上发生了什么》（Ｊｏｈｎ　Ｗ．Ｏ’Ｍａｌｌｅｙ，Ｔｒｅｎｔ：Ｗｈａｔ　Ｈａｐｐｅｎｅｄ　ａｔ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坎布里奇：哈佛
大学出版社贝克奈普分社２０１３年版，第２５０页。

阿兰·塔隆曾对欧洲各国接受教令的情况作过总结。总体而言，各国（接受）情况不一，但都与其国内的政教关系密切相关
（阿兰·塔隆：《特兰特会议》，第８５～８６页）。

特兰特会议于１５５２年暂时休会，直到１５６２年年初才再次召开。

有关“普瓦西和谈”详情，参见多纳德·努根特：《宗教改革年代的教会合一：普瓦西和谈》（Ｄｏｎａｌｄ　Ｎｕｇｅｎｔ，Ｅｃｕｍｅｎｉｓｍ　ｉｎ　ｔｈｅ
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Ｔｈｅ　Ｃｏｌｌｏｑｕｙ　ｏｆ　Ｐｏｉｓｓｙ），坎布里奇：哈佛大学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版。
伊桑贝尔、德库西编：《法国古代法律汇编》（Ｉｓａｍｂｅｒｔ　ａｎｄ　Ｄｅｃｒｕｓｙ，ｅｄｓ．，Ｒｅｃｕｅｉｌ　ｇéｎéｒａｌ　ｄｅｓ　ａｎｃｉｅｎｎｅｓ　ｌｏｉｓ　ｆｒａｎａｉｓ）第１４卷，
巴黎：贝兰－勒普里厄出版社１８２９年版，第１２５页。



解①。为了使和解政策能在外省有效实施，王室一方面委派“和平专员”（ｃｏｍｍｉｓｓａｉｒｅ）协助调解各地
的教派对立；另一方面，王室计划巡游全国来推进敕令在外省高等法院的登记和实施②。因此，临近
特兰特会议结束时，如何防止国内的和平前景因接受教令而受到影响，这是摆在王室面前的一道现实
问题。

第三，接受教令带来的战争风险不利于王权重塑。宗教战争初期，法王查理九世冲龄即位，王权
羸弱，尽管有王太后凯瑟琳摄政以及掌玺大臣洛皮塔尔（Ｍｉｃｈｅｌ　ｄｅ　Ｌ’Ｈｐｉｔａｌ，１５０４—１５７３）辅佐，但
王室还是一度被以吉斯公爵为代表的天主教强硬派操控③。《昂布瓦兹敕令》颁布后，王太后和掌玺
大臣认为，推行和解政策不仅有助于平息国内教派冲突，还能使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同时服膺于国王统
治之下，进而重塑王权④。“国王如若将教令接受为王国法律，则表明他明确地赞同强硬的天主教政
策”⑤，这势必会重燃战火，给国内天主教强硬派再次操控王室以可乘之机。另一方面，王室一旦接受
教令，将给罗马教廷染指法国教会事务提供借口。１５６３年１０月，王太后曾写信给法国驻西班牙大
使，抱怨一些教令条文与法国国王的教会特权相抵触⑥。可见，王室不希望因接受教令使得法王在国
内宗教事务上从属于教廷。

在此背景下，很难想象王室会放弃执行中的宗教和解政策，转而接受特兰特会议颁布的教令。不
过，就这一问题，王室内部还是产生了意见分歧，双方的矛盾随着法方与会代表回国而凸显出来，特别
是与会代表首领洛林枢机（Ｃａｒｄｉｎａｌ　ｄｅ　Ｌｏｒｒａｉｎｅ，１５２４—１５７４）⑦迫切请求王室在全国范围接受并颁布
教令。迫于洛林枢机和教廷大使的压力，王室在１５６４年年初召开国王枢密会议，审查特兰特会议的
内容。在会议上，洛林枢机的请求遭到了多数王室成员的反对。王太后表示：“本王国眼下摆脱了危
害与灾难，这理应使我们发挥足够的智慧，以求丝毫不变更和平敕令，借此方式使王国内的所有事态
都得以还原和恢复，并服膺吾儿国王陛下。”⑧“接受特兰特会议教令，也就宣告敕令的终止并重燃战
火，因为异端分子拒绝承认这次会议的有效性。”⑨属于天主教温和派的波旁枢机（Ｃａｒｄｉｎａｌ　ｄｅ　Ｂｏｕｒ－
ｂｏｎ，１５２３—１５９０）也认为，若因接受特兰特会议而给《昂布瓦兹敕令》带来丝毫的损害，都是不明智的⑩。

参加此次国王枢密会议的还有巴黎高等法院法官。据称，他们是受王太后邀请就接受教令一事
提供法律意见瑏瑡。由次席检查长杜·梅尼（Ｄｕ　Ｍｅｓｎｉｌ，１５１７—１５６９）拟订的《关于特兰特会议成果的
谏言》（Ａｄｖｅｒｔｉｓｓｅｍｅｎｔ　ｓｕｒ　ｌｅ　ｆａｉｃｔｅ　ｄｕ　Ｃｏｎｃｉｌｅ　ｄｅ　Ｔｒｅｎｔｅ）集中反映了与会法官们的看法。这份谏言
不仅追溯了法兰西教会以及法王拥有的自主权，而且批驳了教令中的部分“侵权”条款，同时还提及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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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布瓦兹敕令》给予胡格诺教徒信仰自由以及在指定地点举行礼拜仪式的权利，详见伊桑贝尔、德库西编：《法国古代法律
汇编》第１４卷，第１３５～１４０页。

１５６４年到１５６６年，法国王室展开全国巡游。此次巡游的目的之一是希望在外省落实和平敕令，借此让初登王位的查理九世
接受全国各地的效忠［参见罗伯特·让·奈特：《凯瑟琳·德·美第奇》（Ｒ．Ｊ．Ｋｎｅｃｈｔ，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ｄｅ’Ｍｅｄｉｃｉ），牛津：劳特里奇
出版公司２０１４年版，第１０１页］。

吉斯公爵弗朗索瓦（Ｆｒａｎｏｉｓ，ｄｕｃ　ｄｅ　Ｇｕｉｓｅ，１５１９—１５６３）在宗教战争期间曾两度担任“储相”（ｌｉｅｕｔｅｎａｎｔ　ｇéｎéｒａｌ　ｄｕ　ｒｏｙａｕｍｅ）

之职，代表国王行使全部或部分君权（参见阿莱特·茹阿纳著，梁爽译：《圣巴托罗缪大屠杀———一桩国家罪行的谜团》，北
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２７８页）。

英国史家罗伯茨（Ｐｅｎｎｙ　Ｒｏｂｅｒｔｓ）认为，宗教战争期间“和平与权威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国王将自身展现为民众争端的仲
裁者，同时他关心所有效忠臣民的幸福，这些都是结束冲突、加强王权的手段”［潘妮·罗伯茨：《法国宗教战争期间的和平与
权威（１５６０—１６００）》（Ｐｅｎｎｙ　Ｒｏｂｅｒｔｓ，Ｐｅａｃｅ　ａｎｄ　Ａｕｔｈｏｒｉｔｙ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Ｗａｒｓ，ｃ．１５６０—１６００），贝辛斯托克：
派尔格拉夫·麦克米兰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版］。

阿兰·塔隆：《特兰特会议》，第８６页。

罗伯特·让·奈特：《凯瑟琳·德·美第奇》，第９８页。

洛林枢机全名查理·德·吉斯（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ｅ　Ｇｕｉｓｅ），英国教会史家伊文尼特曾对其生平、履历以及其在特兰特会议中扮演的
角色作过系统研究［参见亨利·奥特拉姆·伊文尼特：《洛林枢机与特兰特会议：反宗教改革研究》（Ｈ．Ｏｕｔｒａｍ　Ｅｖｅｎｎｅｔｔ，

Ｔｈｅ　Ｃａｒｄｉｎａｌ　ｏｆ　Ｌｏｒｒａ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ｏｆ　Ｔｒｅｎｔ．Ａ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ｅｒ－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１９３０年版］。
埃克托尔·德·拉费里埃编：《凯瑟琳·德·美第奇书信集》（Ｈｅｃｔｏｒ　ｄｅ　Ｌａ　Ｆｅｒｒｉèｒｅ　ｅｄ．，Ｌｅｔｔｒｅｓ　ｄｅ　Ｃａｔｈｅｒｉｎｅ　ｄｅ　Ｍéｄｉｃｉｓ：

１５６３—１５６６）第２卷，巴黎：法国国家印刷局１９０９年印刷，第１５３页。

⑩　维克多·马当：《高卢主义与天主教会改革：论法国对特兰特会议教令的引入（１５６３—１６１５）》，第４１、４６页。

西尔维·多布雷斯：《巴黎高等法院还是理性之声（１５５９—１５８９）》（Ｓｙｌｖｉｅ　Ｄａｕｂｒｅｓｓｅ，Ｌｅ　Ｐａｒｌｅｍｅｎｔ　ｄｅ　Ｐａｒｉｓ　ｏｕ　ｌａ　ｖｏｉｘ　ｄｅ　ｌ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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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眼下的时局不宜接受教令①。按照法官们的意见，王室无疑有充足的理由将教令拒之门外。然而，
就事后结果来看，王室并未完全拒绝教令，而是选择推迟表态，一拖了之②。由此可见，虽然教令遭到
了法官们的强烈反对，但王室仍有自己的打算，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法国仍是天主教阵营中的一员。宗教改革以来，原本统一的“基督教国度”（Ｃｈｒｉｓｔｅｎｄｏｍ）
迅速分裂为对立的新教一方与天主教阵营。尽管法国国内的新教势力日益增长，但就整个国家的宗
教身份而言，法国仍旧是天主教国家，法王依然要为其“笃信王”（ｌｅ　ｒｏｉ　ｔｒèｓ－ｃｈｒéｔｉｅｎ）③头衔履行扫除
异端的义务④。从这一前提出发，只要教令中的条文与“高卢主义”原则不发生冲突，那么对于王室而
言，接受其中部分内容也未尝不可。

第二，从改革教会、回归信仰统一的长远目标来说，王室与特兰特会议的立场基本一致。在不少
王室成员和教会上层人士看来，教士神学素养低下，长期不驻任所以及疏于履行教牧之职是造成信仰
混乱、“异端”滋生，最终酿成教会分裂的罪魁祸首。对此，他们曾提出如“主教应常驻教区，主教应向
羊群布道，主教应生活节俭”等改革议案带往特兰特讨论⑤。王太后凯瑟琳也曾表示，如果要王室颁
行教令，她希望只在天主教会内部颁行⑥。更何况，在王室的宗教和解政策中，接受两种信仰并存的
状态只是暂时之举，王室的最终目标是回归“一位国王、一种信仰”。从教派纷争回归信仰统一，其间
的“等待时机……直到在天主教内部最终逐渐实现他们所期望的和解”⑦，并不意味着王室被动地静
待其变。除了与新教取得和解、争取使其重归天主教阵营之外，天主教会内部的改革也是势在必行。

尽管王室在随后的时间里竭力推行宗教和解政策，但教派冲突的不断升级以及战火的反复重燃
实际上宣告了王室政策的失败。与此同时，濒临失序的政局也让王室无暇顾及接受教令一事。１６世
纪７０年代中后期，当法国国内局势稍有缓和时，王室面对的情形已经与１５６４年前后大不相同。由于
宗教战争加剧了教会管理的混乱无序，加上来自新教的威胁，这些使天主教人士意识到，眼下只有革
除积弊、厉行改革才能恢复信仰的统一，特兰特会议教令就是教会改革的良方。为此，他们不断向新
任国王亨利三世（ＨｅｎｒｉⅢ，１５７５—１５８９年在位）呼吁接受教令。对于国王与王室而言，既然天主教
与新教之间的对峙局面已经形成并且短时间内难以改变，那么也就顾不上胡格诺派（对接受教令）作
何反应，而是先赢得教会支持为上。

二　亨利三世时期王室法令的选择性接受

从法理上讲，所谓“接受教令”，是指特兰特会议教令被接纳为法国教会法规。按照立法程序，教
令应首先获得国王及王室的批准，随后才能交由高等法院予以审查、登记。前文已述，巴黎高等法院
因坚守“高卢主义”原则反对接受教令。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王室在教令一事上的决策需完全听从高
等法院的意见。亨利三世在位时期，当国王面对三级会议上教士等级代表对接受教令的强烈诉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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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５６４年枢密会议后，王室开始全国巡游。巡游过程中，王太后多次向教廷大使表示，出于宗教和解的需要，不宜立刻接受教
令。因此，接受教令一事也就一再拖延，没有结果［参见维克多·马当：《高卢主义与天主教会改革：论法国对特兰特会议教
令的引入（１５６３—１６１５）》，第５５页］。
“ｌｅ　ｒｏｉ　ｔｒèｓ－ｃｈｒéｔｉｅｎ”，陈文海译为“笃信王”（陈文海：《君主制时代法兰西国王及其国家的“宗教身份”问题》，《世界历史》２００６
年第４期，第６９～７８页）。

在法王弗朗索瓦一世（ＦｒａｎｏｉｓⅠ，１５１５—１５４７年在位）与亨利二世（ＨｅｎｒｉⅡ，１５４７—１５５９年在位）时期颁布的惩处“异端”

法令（或敕令）中，镇压新教皆被视作履行“笃信王”头衔的义务［参见伊桑贝尔、德库西编：《法国古代法律汇编》（Ｉｓａｍｂｅｒｔ，

Ｄｅｃｒｕｓｙ　ａｎｄ　Ａｒｍｅｔ　ｅｄｓ．，Ｒｅｃｕｅｉｌ　ｇéｎéｒａｌ　ｄｅｓ　ａｎｃｉｅｎｎｅｓ　ｌｏｉｓ　ｆｒａｎａｉｓ）第１２卷，巴黎：贝兰－勒普里厄出版社１８２８年版，第

６７７页；伊桑贝尔、德库西编：《法国古代法律汇编》（Ｉｓａｍｂｅｒｔ，Ｄｅｃｒｕｓｙ　ａｎｄ　Ａｒｍｅｔ　ｅｄｓ．，Ｒｅｃｕｅｉｌ　ｇéｎéｒａｌ　ｄｅｓ　ａｎｃｉｅｎｎｅｓ　ｌｏｉ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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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信能够在满足教会诉求与尊重“高卢主义”这两端之间取得平衡①，由王室颁布的《布卢瓦法令》
（Ｏｒｄｏｎｎａｎｃｅｓ　ｄｅ　Ｂｌｏｉｓ）和《默伦敕令》（ｄｉｔ　ｄｅ　Ｍｅｌｕｎ）就是这一平衡下的结果。

《布卢瓦法令》出自王室委员会对１５７６年布卢瓦三级会议②上各等级陈情书的编订，全文共３６３
条，其中前６４条是关于教会的条文③。《默伦敕令》是王室委员会为回应１５８０年召开的默伦教士大
会而编订的，全文共３３条，都是对《布卢瓦法令》中部分教会条文的强调和补充④。虽然两部法令存
在时间先后，但都是王室为回应教士等级代表在陈情书中提出的请求，“遵照神圣教令”⑤编订而成，
最后经由巴黎高等法院予以登记。因此，它们可以被视为亨利三世时期王室在教会事务方面改革意
愿的体现。基于两部法令之间的承接与互补关系，笔者拟将两部法令结合（以下统称“法令”），比照特
兰特会议教令来考察两者之间的异同。

关于教会纪律，法令规定，大主教、主教须尽快召开教省教务会议、进行教牧巡视，并实现上述教
务常态化。“我们告诫和命令本王国拥有都主教头衔的大主教在未来６个月内召开教省教务会议。
此后，最长每三年内，在他们认为教省内最恰当和最适宜达到下述效果的地方召开会议，即，为了规定
教纪，纠正品行和调整教会政策的方向，以及遵照神圣教令规定的样式设立神学院和学校。”⑥在巡视
事务上，“大主教、主教要每年亲自巡视教区各处，若因合理原因受阻，由代牧代理。如因地域太大，巡
视在上述时间内无法完成，可在两年内完成”⑦。“我们认为大主教、主教或是修会会长，依据其职责，
巡视修道院，在那里，遵循着上述修道院初创时的制度，重塑修道院教纪和戒律。”⑧此外，法令还对隐
修院、女修院以及兄弟会作出了基本依照教令要求实行戒律改革的规定⑨。

关于设立神学院，法令规定：“我们告诫和命令大主教、主教在其教区设立神学院和学校，并依据
地方的必要性和条件，考虑最适宜的形式，同时通过圣俸的合并、年金及其他收入的分配，为它们提供
专款和捐赠；他们还将见证它们的设立。”⑩为检验“特兰特式改革”（Ｔｒｉｄｅｎｔｉｎｅ　ｒｅｆｏｒｍ）成功与否，耶
丁划定了三个显著标识：召开改革性质的教务会议以落实特兰特式改革，根据会议准则实行主教巡
视，设立特兰特式的神学院瑏瑡。由此可见，法令在教会戒律、设立神学院方面的规定与特兰特会议的
要求基本一致。

关于教士常驻任所问题，法令规定：“我们认为大主教、主教需常驻其教堂和教区，亲自履行其职
位肩负的义务。就常驻教区一事，他们不得有借口，除非有正当、合理且为法律所许可的原因，这些原
因将由总主教或教省中最年长的主教予以证实；……我们尤其告诫和命令上述高级教士，在耶稣降临
节、大斋节、圣诞节、复活节、五旬节以及耶稣圣体节期间驻守其教堂。本堂神父和所有其他负有牧灵
之责的人，同样需要常驻堂区且尽心尽责，除非有合理原因，否则不能离开，教区主教负有知晓原因的
义务。”瑏瑢根据英国史家鲍姆加特纳的研究，法王亨利二世在位时就曾先后两次对主教应常驻教区颁
布过敕令。此后，尽管弗朗索瓦二世（ＦｒａｎｏｉｓⅡ，１５５９—１５６０年在位）、查理九世三令五申严禁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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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ｉèｃｌｅàｎｏｓ　ｊｏｕｒｓ），图卢兹：普里瓦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版，第９６页。

１５７６年５月，宗教战争以《博略敕令》（ｄｉｔ　ｄｅ　Ｂｅａｕｌｉｅｕ）的颁布而暂时停止，敕令第５８条呼吁国王亨利三世在６个月内召
开三级会议。同年１１月，法国三级会议在布卢瓦（Ｂｌｏｉｓ）城召开［参见马克·Ｐ．霍特：《法国宗教战争（１５６２—１６２９）》（Ｍａｃｋ
Ｐ．Ｈｏｌｔ，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Ｗａｒｓ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１５６２—１６２９），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０７页］。

④⑤⑦⑨⑩　伊桑贝尔、德库西编：《法国古代法律汇编》第１４卷，第３８０～３８１、４６５、３８０、３９０、３８３～３９１、３８８页。

伊桑贝尔、德库西编：《法国古代法律汇编》第１４卷，第４６５页。然而，法令并没有按特兰特会议教令的要求，作出每年召开
教区教务会议的规定。

伊桑贝尔、德库西编：《法国古代法律汇编》第１４卷，第３８９页。《默伦敕令》再次重申了该条款（参见伊桑贝尔、德库西编：
《法国古代法律汇编》第１４卷，第４６５～４６６页）。

胡贝特·耶丁、约翰·多兰编：《教会史：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第５卷，第５３０页。

伊桑贝尔、德库西编：《法国古代法律汇编》第１４卷，第３８５～３８６页。特兰特会议围绕教士常驻任所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
第６、２３次集会上，颁布的教令也相应对教士不驻任所作出惩罚（Ｊ．沃特沃斯编译：《特兰特圣公会议教规教令集》，第４９～
５３、１７５～１７９页）。



不驻任所，但该问题一直未能得到有效解决①。因此，法令依照教令，为解决法国教会中屡见不鲜的
“顽疾”，对教士必须常驻任所的要求进一步作出详细规定②。

除了神职人员外，法令对平信徒行为③特别是婚礼作出规范。相比教令条文④，法令对婚姻预告、
证婚人数等制定了更严格、更具体的规定，以符合既定的社会准则。例如，“结婚预告要分别在三个不
同的节日里公布，这些节日之间要留有足够的时间间隔……为了证明上述婚姻遵循了（规范）形式，至
少要有四名信仰虔诚人士在场证婚”。⑤ 此外，法令特别强调“父母许可”在未成年人缔结有效婚姻上
的重要性。“我们禁止所有监护人允诺或同意其监护的未成年人的婚姻，除非得到了未成年人最近亲
父母的意见和许可，违者处以儆戒性的惩罚。”⑥“我们希望过去制定的反对青少年在没有征得父母、
监护人同意下缔结婚姻的法令得到捍卫；同样，在此情形下允许继承权被剥夺。”⑦

从上述几个方面可以看出，王室法令既有对教令原文的摘引，也有依据教令规定、结合法国教会
的具体情形作出的细化和调整。总而言之，王室的立法目的是明确的，即：“遵照神圣教令”重塑戒律、
扫除弊端，使本国教会“回归良好的状态”。然而，王室法令毕竟不是宗教教令，两者之间的差异主要
表现在王室对部分“高卢主义”原则的坚守，具体有以下三点。

第一，法令不仅重申《博洛尼亚教务专约》（Ｌｅ　ｃｏｎｃｏｒｄａｔ　ｄｅ　Ｂｏｌｏｇｎｅ，１５１６）中法王对高阶教士
（ｐｒéｌａｔ）拥有提名权⑧，而且对提名流程进一步作出规范：“被提名者除非符合年龄要求，为人清廉、朴
实，能充分胜任职位，以及符合其他由神圣教令、教会法规和教务专约要求的品质，否则不予提名。”⑨

“这些我们希望提名的上述大主教和主教至少年满２７周岁。在提名信寄出前，被提名者需接受检查，
其教义是否符合《圣经》，该检查由我们委任的一名大主教或主教来完成，被提名者还需应答两位神学
博士（提问）。基于此，他们向我们寄送（被提名者）是否能够胜任上述神职提名的证明。”⑩

第二，就特兰特会议秉持的“护教”立场及其对天主教义的诠释乃至这场会议本身，法令几乎都未
提及瑏瑡。法令体现出的这一颇为“世俗”的特征，并不意味着王室在捍卫正统信仰的立场上发生动摇。
早在１５４３年，巴黎大学神学院就已颁布信仰纲要，重申遭到新教挑战的若干条天主教义瑏瑢。宗教战
争爆发以来，因奉行宗教和解政策的需要，王室颁布的法令在多数情况下（除“天主教同盟”主政时期
外）均不对何为正统、何为异端作出表述，这既是为法王和平解决国内宗教纷争留下更多回旋的余地，
也间接抵御了罗马教宗对法国宗教信仰问题的干涉瑏瑣。

第三，法令保留了世俗势力对不驻任所神职人员有俸圣职的部分处理权。法令规定：“违背常驻
任所义务的，除了宗教会议规定的惩罚外，还需剥夺其不驻任所期间的收益，这些收益要予以扣押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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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弗雷德里克·Ｊ．鲍姆加特纳：《法国主教职位的转变与延续：主教与宗教战争（１５４７—１６１０）》（Ｆｒｅｄｅｒｉｃ　Ｊ．Ｂａｕｍｇａｒｔｎｅｒ，

Ｃｈａｎｇ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Ｆｒｅｎｃｈ　Ｅｐｉｓｃｏｐａｔｅ：Ｔｈｅ　Ｂｉｓｈｏｐ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Ｗａｒｓ　ｏｆ　Ｒｅｌｉｇｉｏｎ，１５４７—１６１０），达勒姆：杜克大学
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版，第１０９页。

为进一步确保教士常驻任所，法令还对与之相关的堂区、教区有俸圣职做出合并或者削减俸禄份数来提高教士收入，促其专
注于所在地区的教牧工作（伊桑贝尔、德库西编：《法国古代法律汇编》第１４卷，第３８７～３８８页）。

如《布卢瓦法令》第３９条规定：“我们严禁所有人在圣礼举行时在教堂内闲游，无论其何等的身份或地位……”（伊桑贝尔、德
库西编：《法国古代法律汇编》第１４卷，第３９１页）

特兰特会议围绕婚姻问题的讨论主要集中在第２４次集会上（参见Ｊ．沃特沃斯编译：《特兰特圣公会议教规教令集》，第１９３～
２０４页）。

⑥⑦⑨⑩　伊桑贝尔、德库西编：《法国古代法律汇编》第１４卷，第３９１、３９２、３９２、３８１、３８２页。
《博洛尼亚教务专约》由法王弗朗索瓦一世与教宗利奥十世（ＬｅｏⅩ，１５１３—１５２１年在位）于１５１６年签署，双方就法国教会高
阶教士任免达成协议，由法王提名候选人，经由教宗予以委任。

就笔者所见，《布卢瓦法令》中仅有一处隐约涉及天主教义，其条文具体内容为：“我们尤为严格地命令所有法官，以儆戒性惩
罚的方式反对亵渎神和圣徒之名，违者剥夺其公职……”（伊桑贝尔、德库西编：《法国古代法律汇编》第１４卷，第３９０页）。

伊桑贝尔、德库西编：《法国古代法律汇编》第１２卷，第８２０～８２７页。

法国新教史家卡博尼耶－布卡尔（Ｍａｒｉａｎｎｅ　Ｃａｒｂｏｎｎｉｅｒ－Ｂｕｒｋａｒｄ）认为，宗教战争期间王室颁布的每份和平敕令的序言都是
以妥协为明确指向，相应的，敕令是绝不会使用“异端”这一范畴来界定人群。这使得敕令与特兰特会议内容相矛盾，因为后
者的教规教令将所有新教徒都诬蔑为“异端”［玛丽安娜·卡尔博尼耶－布卡尔德：“和平敕令的序言（１５６２—１５９８）”（Ｍａｒｉ－
ａｎｎｅ　Ｃａｒｂｏｎｎｉｅｒ－Ｂｕｒｋａｒｄ，“Ｌｅｓ　ｐｒéａｍｂｕｌｅｓ　ｄｅｓéｄｉｔｓ　ｄｅ　ｐａ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１５６２—１５９８）”），《法国新教历史学会通报》（Ｂｕｌｌｅｔｉｎ　ｄｅ
ｌａ　Ｓｏｃｉéｔéｄｅ　ｌ’Ｈｉｓｔｏｉｒｅ　ｄｕ　Ｐｒｏｔｅｓｔａｎｔｉｓｍｅ　Ｆｒａｎａｉｓ）第１４４卷（１９９８年），第８９页］。



且由我们来处置，用于维修焚毁的教堂，施舍主教辖区内的穷人和其他慈善事业。”①尽管特兰特会议
教令也对不驻任所神父的有俸圣职处以没收的处罚，但不允许教会财产任由俗界处置②。

综上所述，法国王室在坚守部分“高卢主义”原则的前提下，选择性地采纳了部分教令，并以王室
法令的形式予以颁布。对于这份以教会改革为主旨却始终维护世俗权威的法令，教宗格雷戈里十三
世（ＧｒｅｇｏｒｙⅩⅢ，１５７２—１５８５年在位）随即表示反对。他指责亨利三世枉顾前两任教宗在法国颁布
特兰特会议的正确立场，无视国内三级会议的诉求和默伦教士大会再次提出的诉求，由此带来的这份
法令破坏了教会权威，弄乱了宗教会议提出的教纪，在法国天主教徒中间造成了思想混乱③。在国内
的天主教强硬派看来，国王此举并不是真心实意地接受特兰特会议。然而，不管怎样，法国王室终究
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接受了部分教令，教会改革也毕竟是“有法可循、有法可依”了。正是从１６世纪

８０年代开始，法国部分大主教、主教开启了其教区内的改革进程④。

三　波旁王朝早期的教会改革与教令接受

１５８４年，法国国内政局因安茹公爵去世引发的王位继承问题再次陷入动荡⑤。围绕王位归属，王
室分裂成两派：一方是天主教强硬派，也称作“天主教同盟”（Ｌｉｇｕｅ　ｃａｔｈｏｌｉｑｕｅ）。他们拒不承认出身
新教的纳瓦尔国王亨利（即亨利四世）继位的合法性。１５８９年亨利三世遇刺身亡，他们随即尊奉波旁
枢机为国王⑥，而后又推举马延讷公爵（Ｄｕｃ　ｄｅ　Ｍａｙｅｎｎｅ，１５５４—１６６１）为首领。另一方是波旁王朝开
国君主亨利四世（ＨｅｎｒｉⅣ，１５８９—１６１０年在位）以及对其效忠的部分天主教温和派和胡格诺派。在
双方展开激烈斗争的同时，有关接受教令一事也掺杂其中。

对于“天主教同盟”强硬分子来说，他们倾向于采取暴力手段将国内“异端”（新教）势力彻底肃清。
因此，对他们而言，接受教令并没有障碍。早在１５８４年与西班牙秘密签订的《茹昂维尔条约》（Ｔｒａｉｔéｄｅ
Ｊｏｉｎｖｉｌｌｅ）中，“天主教同盟”就已承诺将接受特兰特会议教令为法兰西王国的基本法律，以此换取西班牙
的军事资助⑦。此后，由“天主教同盟”主导的１５８８年和１５９３年两次三级会议都宣布无条件接受教令⑧。

在亨利四世一方看来，教令接受与否主要视时局的需要而定。１５９１年，当亨利四世与“天主教同
盟”正处于对垒之时，其颁布的诏书中写道：“我们从未如此渴望召集一次神圣、自由的会议，或是某种
形式的显贵会议，它能承担起就事关宗教上的分歧作出裁定的职责。”⑨从这份诏书的表述中可以看
出，亨利四世此时并未承认罗马教宗或特兰特会议在法国教会事务上的权威，因而也谈不上有任何接
受教令的意愿。然而，到了１５９５年，为了获得教宗的赦免，亨利四世在与教宗克莱门特八世（Ｃｌｅｍ－
ｅｎｔⅧ，１５９２—１６０５年在位）达成的协议中，承诺将接受特兰特会议教令瑏瑠。

尽管亨利四世曾向教宗作出承诺，但当务之急是尽快恢复和平，缓解天主教与新教双方积怨已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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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桑贝尔、德库西编：《法国古代法律汇编》第１４卷，第３８５页。

据笔者所见，特兰特宗教会议围绕教会财产处置（包括对不驻任所神父圣俸收益的处置）的讨论主要集中于第２２、２３次集会
上，并颁布了相关教令（Ｊ．沃特沃斯编译：《特兰特圣公会议教规教令集》，第１６８～１７０、１７７页）。

维克多·马当：《高卢主义与天主教会改革：论法国对特兰特会议教令的引入（１５６３—１６１５）》，第１７２页。

法国教会史家布莱（Ｐｉｅｒｒｅ　Ｂｌｅｔ，１９１８—２００９）的统计表明，亨利三世遇刺身亡之前，先后有鲁昂（１５８１年），兰斯、波尔多、图尔
（１５８３年），布尔日（１５８４年），艾克斯（１５８５年）相继召开以改革为议题的教省或教区教务会议［皮埃尔·布莱：“法国”（Ｐｉｅｒｒｅ
Ｂｌｅｔ．Ｓ．Ｊ．，“Ｆｒａｎｃｅ”），约翰·Ｗ．奥马利编：《近代早期历史中的天主教：研究指南》（Ｊｏｈｎ　Ｗ．Ｏ’Ｍａｌｌｅｙ，Ｓ．Ｊ．ｅｄ．，Ｃａｔｈｏｌｉｃｉｓｍ
ｉｎ　Ｅａｒｌｙ　Ｍｏｄｅｒ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Ａ　Ｇｕｉｄｅ　ｔｏ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圣路易斯安娜堡：圣路易斯宗教改革研究中心１９８８年版，第６１页］。
陈文海：《近代初期法兰西的“选君风潮”》，《华南师范大学学报》２０１６年第５期，第１８１～１８８页。

波旁枢机（Ｃａｒｄｉｎａｌ　ｄｅ　Ｂｏｕｒｂｏｎ）全名查理·德·波旁（Ｃｈａｒｌｅｓ　ｄｅ　Ｂｏｕｒｂｏｎ，１５２３—１５９０）。法王亨利三世去世后，他被“天主
教同盟”推上王位，称“查理十世”（不是１９世纪上半叶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那位查理十世）。

马克·Ｐ．霍特：《法国宗教战争（１５６２—１６２９）》，第１２４页。

例如，１５８８年布卢瓦三级会议宣布：“遵照庇护四世发表的谕令，特兰特会议理应毫无保留地被接受，禁止对会议做出任何的
增补、修改以及解释，否则将被处以绝罚。”［维克多·马当：《高卢主义与天主教会改革：论法国对特兰特会议教令的引入
（１５６３—１６１５）》，第２４６页］１５９３年召开的三级会议再次重申了这一点。

伊桑贝尔、泰兰迪耶编：《法国古代法律汇编》第１５卷，巴黎：贝兰－勒普里厄出版社１８２９年版，第２５页。

罗宾·布里格斯：《信仰共同体：近代早期法国的文化与社会张力》（Ｒｏｂｉｎ　Ｂｒｉｇｇ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Ｂｅｌｉｅ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Ｓ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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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敌对情绪。在这一点上，亨利四世展现出了相当灵活且左右平衡的应对策略。在获得教宗赦免后
不久，亨利四世取缔了在“天主教同盟”主导下颁行的各项法令，其中包括无条件接受特兰特会议教令
的内容。此后，他颁布《南特敕令》（ｄｉｔ　ｄｅ　Ｎａｎｔｅｓ，１５９８），给予胡格诺派有限的信仰自由①。另一方
面，他向罗马教宗解释，自己会履行接受教令的承诺，但前提是不影响国内和平②。

凭借着灵活的策略，亨利四世逐渐获得国内各方势力的认可效忠并赢得了最终胜利。随着和平
局面的到来，摆在亨利四世及其支持者面前的战后重建任务显得愈发迫切。如果说亨利四世此前对
教宗作出的承诺还只是为了赢得战争而采取的权宜之计，那么随之而来的政体重建就使得亨利四世
必须直面教会改革以及与之紧密相关的教令（接受）问题。

从中世纪晚期以来，随着法国国王对于本国教会事务控制的不断加强，整个王国政体朝着“政教
合一”的方向不断发展。尽管这一进程曾因宗教战争而暂时中断，但其发展方向却是相对恒定的。无
论是对于瓦洛亚王朝的君主也好，还是对于波旁王朝的国王也罢，天主教会都是其统治必须倚赖的重
要力量。对于亨利四世来说，“在他重申自己作为笃信王以及教会长子的尊贵地位之时，他事实上认
识到教会与国家是以共生关系相互依存的。这种关系在宗教与国内战争的灾难时期遭受了严重破
坏，现在必须予以恢复”③。

因此，亨利四世清楚，战后要想重建政体、巩固王朝统治，除了成为法国教会的实际首脑之外别无
他法。为此，他不仅将自己精心塑造成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国王，而且尤其关心教会的重建与改革。近
年来，随着西方学界研究的不断深入，不少学者关注亨利四世在教会改革中扮演的角色。美国史家戴
芬多夫认为，亨利四世实际上是“法国天主教会改革”（Ｃａｔｈｏｌｉｃ　Ｒｅ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的赞助人④。法国史家
维纳尔曾就亨利四世与天主教会改革之间的关系做过探讨。他认为，“亨利四世治下的天主教会改革
在很大程度上是他与‘天主教同盟’之间的斗争在另一个领域的延续”⑤。不论亨利四世对教会改革
是出于真心实意，还是迫于斗争需要，特兰特会议教令显然是教会改革过程中无法绕开的议题。１６０６
年，在写给教宗保罗五世（ＰａｕｌⅤ，１６０５—１６２１年在位）的信中，亨利四世表达了自己对改革本王国神
职人员品行堕落的情感和倾向，继而他谈到“颁布特兰特宗教会议神圣法令的时机已到”。⑥

如此看来，倘若亨利四世并未遇刺身亡，那么他在位时期很可能会宣布接受教令。当然，这只是
笔者的臆测，毕竟直至亨利四世去世（１６１０年），王室依然没有正式宣布接受教令。但无论如何，从法
国社会的总体走向上看，形势（对于教令被接受）已是大为有利，甚至可以说是势所必然，这可以从两
方面表现出来：其一，两种教派并存的局面不会长久。尽管亨利四世颁布了给予胡格诺派信仰自由的
《南特敕令》，但即便“在亨利四世及其‘政略派’支持者眼中，敕令也不过是一个临时协议，其目的是终
结暴力进而争取使那些胡格诺教徒通过皈依的方式重返罗马天主教”⑦。亨利四世去世后，路易十三
（ＬｏｕｉｓⅩⅢ，１６１０—１６４３年在位）和黎塞留（Ｒｉｃｈｅｌｉｅｕ，１５８５—１６４２）放弃了他过去采取的“胡萝卜”
（和平皈依）政策，转而对胡格诺派施以“大棒”镇压⑧。在这一政策转向之下，王室对于胡格诺派（对
教令持反对意见）的顾虑将大为减少。其二，前文已述，亨利四世支持天主教会厉行改革。根据法国
学者统计，在亨利四世统治期间，有２４个教区接受了教令，其中大部分发生在１５９８年之后⑨。如果
加上亨利三世时期就已接受教令的部分教区，那么，从１６世纪末至１７世纪初，以教令为基本准则，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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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教会戒律和教士品行为主要内容的“特兰特式改革”已在法国各地渐次展开。因此，无论王室是否
表态，教令为法国各地方教会所接受已成既定事实。

虽然各地方教会的改革进行得有声有色，但王室在何时正式宣布接受教令一事上却保持沉默，直
到１６１５年教士大会上也没有给出确切时间，这也导致了教士代表单方面作出接受教令的决定①。传
统观点认为，１６１５年的教士大会标志着法国正式接受特兰特会议教令。对此，法国教会史家布莱
（Ｐｉｅｒｒｅ　Ｂｌｅｔ，１９１８—２００９）持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毫无疑问，绝不会有王室敕令批准由教士（大会）
通过的这份宣言，这一空白的重要性不容小觑”②。布莱的看法尽管指出了王室的部分真实想法，但
却夸大了其与教会在接受教令一事上的态度差异。因此，笔者认为，王室对于教士大会的决定秉持的
是默许态度。这一态度背后既是王室对地方教会改革的认可，也是其对于自主解决国内宗教问题的
坚持。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曲折的方式，教令连同各地的教会改革进程一道重塑了法国天主教的面貌。

从１５６４年到１６１５年，法国王室就接受特兰特会议教令一事经历了颇为漫长的犹豫和取舍。王
室对此事表现出从最初的推迟接受，转变为有选择地采纳部分教令，再到最后默许地方教会接受的三
个阶段。究其原因，关键在于王室对教令抱有的矛盾心态：一方面，面对宗教改革以来新教浪潮造成
的教会分裂，王室寻求在法国国内解决宗教危机的策略不利于其对教令的接受；另一方面，出于回归
信仰统一、改革教会的目标，王室又与特兰特会议的立场一致。历时近半个世纪的教令接受过程，既
是法国王室与罗马教廷关系的缩影，也是法国政教关系调适过程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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